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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偏向性技术进步这一角度，采用LMDI指数分解法、回归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我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原因，从而对我国能源强度不断下降的现象作出解释。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从外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的能源强度增长情况而言，能源增长型技术水平的提升显著地影响了我国的能源强度，能源价格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分别解释28%与72%的能源强度变化；第二，就内生偏向性技术水平提升下的能源强度增长而言，二产比重、能源价格、研发投入是影响我国能源强度变动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强度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和能源价格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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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asons of energy intensity change in China by using combined method of LMDI index decomposition and regression, and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of energy intensity decreasing in China. The main conclusions obtained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type technology level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domestic energy intensity from the growth of energy intensity under exogenous bias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price and technology level can explain the change of energy intensity by 28%and 72% respectively. Secondly, in terms of increasing energy intensity under the improvement of endogenous biased technology level,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production, energy price and R&D investment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energy intensity, a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line of domestic energy intens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rapid growth of R&D invest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energy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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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3]                                         
1   研究背景 
我国能源强度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在不断降低，1980年与2016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GDP）能耗分别为3.93 tce和1.02 tce，在这一期间万元GDP能耗降低了74%。但能源的一般消费规律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能源强度会有所上升，而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能源强度才会有所下降。我国这种违背能源规律的能源消费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当中并未出现，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多国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就我国这一特殊现象展开了研究，并且获得了众多的结论，如Kambara[1]等针对我国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后提出，我国在调整工业结构后使得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轻工业占比急剧上升，进而导致我国能源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下降；Sinton等[2]、Huang[3]等提出导致我国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Karen等[4]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也是导致国内能源强度不断降低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学者如Sinton[5]、Rawski[6]等对我国的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数据存在水分。
国内学者史丹[7]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间，最先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在经济水平较低时就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先进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不能用经验的能源消费弹性数据来评价中国的实际能源消费弹性，并基于描述性分析与定性分析得出产业结构调整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我国能源强度大幅下降的关键原因，而90年代能源强度的下降得益于工业部门能源效率的提高、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继史丹之后，我国又有众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比如张宗成等[8]在经过研究后提出，结构的改变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导致能源强度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其中结构的变化是指能源消费、产品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杭雷鸣等[9]在收集相关数据后利用回归分析进行研究发现，能源价格的上涨也是国内能源强度不断降低重要原因；此外，王玉潜[10]、韩智勇等[11]等众多学者提出是国内子部门能源效率的提高使得八九十年代我国的能源强度出现不断下降。但大量的研究还是涌现于我国政府于2006年提出的“十一五”规划之后，学者在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并不仅仅基于结构因素和技术进步等就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已通过回归分析等方式探索深层的原因，如尹宗成等[12]在收集自1985年起至2006年期间的相关数据后，探讨了产业结构与R&D投入、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能源强度间的联系，并且发现，能源强度会直接受到R&D投入、人力资本以及FDI的影响，不过如果提高二产所占的比重，那么就会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近些年来，学者们不再只着眼于研究FDI、贸易、R&D等这些传统指标，而开始将焦点转向一些较新的影响因素，比如樊茂清等[13]在研究中选择了信息化投资、体现型技术水平以及能源价格作为影响因素，并得出能源强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体现型技术水平的提升、信息化投资规模的增加以及能源价格增长等；王班班等[14]在研究后指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下的要素替代效应是技术进步影响能源强度的主要渠道；王子龙[15]选取了运输线路单位长度能耗、运输线路产出能耗、人均生活用能、人均收入等较新的八大指标进行了能源强度的研究；甚至有学者如廖进球等[16]研究了企业创新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由此可见，就我国能源强度变化的相关研究而言，学术界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缺乏经济理论基础，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一般选择计量模型针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而未融合相关理论进行探讨，尽管也有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基于谢泼德引理探讨能源价格和能源强度这样的关系，但此类研究未能分析能源价格的引起技术变化（induced technical change，ITC）作用，所以常常会低估能源价格效应；第二，回归法方面的文献在产业结构指标的选择上较为混乱，有学者用二产比重作为结构因素，而有的学者采用三产比重，还有学者将二产和三产都纳入模型。
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将通过两种方式对其进行改进：其一，基于CES生产函数，在理论层面分析能源价格、技术进步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并在内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推导出包含ITC效应的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影响的理论模型；其二，在针对能源强度变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融合回归法和LMDI分解法，采取这种方式能够有效避免回归法的指标乱用问题，同时也能够更为全面地针对众多因素对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希望基于内生与外生偏向技术理论，就我国能源强度变化进行因素分解，找到影响能源强度的关键因素，并对我国能源强度违背一般能源消费规律现象作出解释。
2   外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的能源强度分解
2.1  理论模型推导
本文采用非嵌套CES生产函数来推导能源强度分解模型：
	   （1）
式（1）中：Y为总产出；L、K、E分别为劳动、资本、能源；衡量要素增强型的技术进步；代表的是替代参数。
由能源E的一阶条件得：		
	                                      （2）
式（2）中：q、P分别为能源价格、总产出价格。
由式（1）（2）得能源强度与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及能源实际价格之间的关系：
	                                                      （3）
由于在非嵌套下[17]，当提高1%的能源增长型技术之后就可以降低0.653%的能源强度，而提高1%的能源价格能够降低0.307%的能源强度，因此可以发现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产生的影响要强于技术进步。针对式（3）的两边取对数并且进行差分，则有：
	                                            （4）
这意味着能源强度的增长率可分解成两方面内容，两者可以分别通过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进行解释。
2.2   分解结果
将1981－2016年我国31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实际数据代入到前文公式，分解历年的能源强度增长率能够发现，导致我国能源强度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年均能源强度降幅是3.6%，而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降幅为2.6%、由于能源价格上涨而引发的降幅仅为1%，也就是说能源价格和技术进步分别解释了28%、72%的能源强度变化。部分年份的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外生偏向性技术下我国2000－2016年的能源强度增长率
	年份
	能源强度
增长率
	能源增强
型技术进
步效应
	能源价格效应
	
	年份
	能源强度
增长率
	能源增强
型技术进
步效应
	能源价
格效应

	2000
	-0.043
	 0.003
	-0.045
	
	2009
	-0.042
	-0.079
	 0.037

	2001
	-0.020
	-0.027
	 0.006
	
	2010
	-0.026
	  0.004
	-0.030

	2002
	 0.001
	-0.001
	 0.002
	
	2011
	-0.021
	 -0.013
	-0.008

	2003
	 0.056
	 0.072
	-0.016
	
	2012
	-0.041
	 -0.046
	 0.005

	2004
	 0.061
	 0.070
	-0.009
	
	2013
	-0.044
	 -0.062
	 0.019

	2005
	 0.021
	 0.058
	-0.037
	
	2014
	-0.051
	 -0.064
	 0.013

	2006
	-0.027
	-0.001
	-0.027
	
	2015
	-0.064
	-0.103
	0.039

	2007
	-0.050
	-0.061
	 0.011
	
	2016
	-0.060
	-0.079
	0.019

	2008
	-0.063
	-0.022
	-0.041
	
	
	
	
	

	贡献度
	[bookmark: OLE_LINK2]100%
	72%
	28%
	
	均值
	-0.036
	-0.026
	-0.010


     注：因篇幅限制，表内只列出部分年份的数据，其他如有需求请联系笔者。下同。

不过假如分阶段进行分析，我国的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贡献度却存在一定的波动（见表2）：1981－1984年期间，技术进步是我国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原因。在这一阶段，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变化反而发挥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改革了经济体制，提升了各要素的经济效率，但此时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效果还未显现，能源价格共下降了4.9%，下降的能源价格将增加企业对能源的使用，由此使这一阶段的能源强度平均每年增加0.4%。1985－1993年期间，能源价格主导着能源强度的变化。在这一阶段能源强度年均降幅数值为3.7%，能源价格增长对能源强度下降的贡献度达70.3%，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在不断加快，能源价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7.5%，而能源价格的增长使国内能源强度年均降幅最大达到2.6%。自1994年起到2016年期间，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逐渐降低，这些年份当中甚至出现了能源价格导致能源强度上升的现象。其中，就贡献度而言，技术进步在这期间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达到了87.9%，能源强度年均降低幅度是3.3%，而技术进步与能源价格引发的变化分别为2.9%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在这一阶段加深了对外开放的程度，政府制定了控制能源强度的相关计划，这些都使能源效率得到了提升，但此阶段能源价格的上升并未如上一阶段那么快速，这导致技术进步主导了这一阶段的能源强度变化。
表2  我国3个阶段的能源强度增长率
	时间/年
	能源强度
增长率
	能源增强型
技术进步效应
	能源价格
效应

	1981－1984
	-0.056
	-0.060
	 0.004

	1985－1993
	-0.037
	-0.011
	-0.026

	1994－2016
	-0.033
	-0.029
	-0.004



3  内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的能源强度分解
所有能够使总经济效率得到提升的相关因素均可以纳入广义技术进步范畴当中，在外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的能源强度增长率分解模型中，除了能源价格外，其他所有因素引起的能源强度变化都可以理解为是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因此，假如在研究能源强度变化的过程中仅针对技术进步进行分析，那么就很难挖掘出相关的作用机制以及深层的因素，所以，有学者在后续的研究当中基于技术进步的方向与强度均具有一定内生性的基础，就理论以及实践层面针对能源强度的增长率进行分解，获得研发投入、国际贸易、FDI、能源价格、产业结构等因素探讨能源强度受到这5个因素的影响。
[bookmark: OLE_LINK139]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学术界主要运用了回归法与分解法，两者均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说，在针对结构效应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指数分解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过这种方法不能针对深层因素进行挖掘。2007年Wang[18]根据生产理论提出了生产理论分解分析（production theory decomposition analysis，PDA）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探讨影响能源强度的内因，不过采用这种方法针对能源与产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时所获得的结论却可能与现实背道而驰。2014年，林伯强等[19]综合应用PDA与指数分解分析（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方法提出了一种分解框架，尽管该方法能够在针对能源强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更有优势，不过采用该方法进行研究时却只能针对技术效应、替代效应以及结构效应等因素研究，无法分析对外开放、ITC效应以及能源价格等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相对而言，回归法的灵活性更为出色，该方法可以研究所有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不过该方法也具有一定的不足：其一，无法基于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其二，假如研究的因素数量过多，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自由度以及多重贡献等方面的问题；其三，无法获得精确的数据，该方法在分析的过程中通常仅能针对部分因素进行研究，而无法全面分析全部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融合回归法与分解法，发挥双方的优势，针对能源强度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先是利用指数分解法获得产业结构效应，然后借用内生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挖掘出能源价格效应，主要包括ITC效应与替代效应，此后针对能源价格与产业结构不能解释的内容选择了回归法进行分析。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具有3方面的优势：其一，能够全面精确地对产业结构因素作出研究；其二，通过分解法和理论推导分解出能源价格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因而就能够有效降低回归分析当中所涉及的变量数量；其三，能够针对能源价格与产业结构不能解释的内容展开回归分析，由此可以更为全面地分析与能源强度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3.1  产业结构效应
首先根据LMDI指数分解法分解能源强度增长率：
	                                                        （5）
式（5）中：为部门i的结构份额；为部门i的能源强度。
以为t期对应的能源强度，代表t−1期能源强度到t期的变化率，根据乘法分解原理，可以被分解为：													                                        （6）
式（6）中，和是指因为部门能源强度以及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能源强度比率出现了一定的改变。根据LMDI因素分解原理，和由下式给出：
	                                               （7）
	                                               （8）
式（7）（8）中，可被理解为随时间变化的第i产业结构变化率或第i个部门能源强度变化率的权重。
为了更好地理解能源强度发展速度分解方程，将式（6）两边取对数：
	                                                     （9）
将、、的表达式代入式（9）得：
	 （10）
根据对数除法公式，式（10）可变形为：
	（11）
因此，通过测算历年的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率及其权重，便可算出产业结构变化在能源强度增长率中的贡献值，即产业结构效应。如果从1981－2016年期间产业结构每年的平均效应来讲，几乎无法通过产业结构对国内能源强度变化进行解释，每年能源强度平均下降3.6%而能通过产业结构进行解释的仅为0.2%，贡献度占比为6.4%，不过假如认定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变化并无影响，显然会与我国政府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部分年份的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LMDI分解法下我国2000－2016年的产业结构效应
	年份
	
	
	
	产业结构效应
	
	年份
	
	
	
	产业结构效应

	2000
	0.031
	0.812
	0.156
	0.005
	
	2009
	0.024
	0.824
	0.153
	-0.014

	2001
	0.033
	0.809
	0.158
	-0.009
	
	2010
	0.023
	0.824
	0.153
	 0.008

	2002
	0.033
	0.810
	0.157
	-0.004
	
	2011
	0.022
	0.821
	0.157
	 0.000

	2003
	0.033
	0.810
	0.158
	0.018
	
	2012
	0.022
	0.813
	0.165
	-0.016

	2004
	0.032
	0.810
	0.158
	0.003
	
	2013
	0.022
	0.806
	0.172
	-0.018

	2005
	0.030
	0.815
	0.155
	0.017
	
	2014
	0.022
	0.802
	0.177
	-0.013

	2006
	0.029
	0.820
	0.152
	0.008
	
	2015
	0.022
	0.795
	0.183
	-0.033

	2007
	0.027
	0.823
	0.150
	-0.009
	
	2016
	0.022
	0.786
	0.192
	-0.016

	2008
	0.025
	0.824
	0.151
	0.001
	
	
	
	
	
	

	均值
	0.041
	0.820
	0.139
	-0.002
	
	
	
	
	
	



本文在综合分析历年我国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贡献之后发现，产业结构的贡献存在阶段性的特点（见表4）： 1981－1999年期间，产业结构明显地影响到了能源强度，在3.9%的能源强度降低幅度当中产业结构能够针对其中24.5%的部分进行解释，主要原因是这一阶段我国政府针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逐渐通过宏观调控加大了三产的扶持，其中二产在所有产业中的占比降低了7%，而这一现象对我国能源强度变化的贡献率为33%，所以产业结构对这一时期对国内能源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1991－2006年，产业结构变化抑制了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这一时期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的作用与上一时期具有明显的不同，产业结构导致能源强度每年以0.8%的速度增长，产业结构作出的贡献度竟是负数，为−27.5%。主要原因是我国在这一阶段加快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因此第二产业数量有所增加，比重在这一期间共上升了6.5个百分点； 2007－2016年期间，产业结构的变化又重新抑制了能源强度的增长，其能够针对能源强度变化的14%进行解释，此阶段产业结构又出现正效应，可能由于我国越来越重视节能减排，并在“十一五”期间针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大力的调整，在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过程中二产占比有了明显的降低，降低了7.6%，同时三产增长了9.7%，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导致国内能源强度出现了明显的降幅。
表4  我国3个阶段的产业结构效应
	时间/年
	能源强度增速
	第一产业
贡献值
	第二产业
贡献值
	第三产业
贡献值
	产业结构效应

	1981－1990
	-0.039
	-0.001
	 0.013
	0.004
	-0.010

	1991－2006
	-0.028
	-0.002
	 0.008
	0.002
	 0.008

	2007－2016
	-0.031
	-0.001
	-0.007
	0.003
	-0.004



3.2 能源价格效应
接下来，本文借用内生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来分解出能源价格效应。借鉴Acemoglu[20]内生偏向性技术的分析框架，本文设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如下：
	                                         （12）                                                   （13）
                                                   （14）
	                                                  （15）
式（12）至式（15）中：、、分别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部门的产出；为i部门配置于其要素的第j种操作工具或软件的数量；为i部门配置于其要素的操作工具或软件的种类数；为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各部门的投入要素的分配参数。
[bookmark: OLE_LINK14]记劳动、资本、能源的价格分别为w、r、q，i部门的产出价格为，最终品部门的产品价格为p，由中间品的一阶条件得：
                                                         （16）

                                                         （17）
	                                                        （18）
由各要素的一阶条件得：
                                                               （19）
                                                               （20）
	                                                              （21）
在针对分析进行简化后，取p=1，根据式（16）至式（21），可以得到能源强度表达式：
	                                                          （22）
再将式（16）至式（18）代入式（12）得各中间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23）
将机器需求量表达式代入中间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得：
                                                     （24）
                                                    （25）
	                                                    （26）
式（24）至式（26）与式（19）至式（21）联合可得到：
                                                           （27）
	                                                              （28）
将与之间的关系式代入式（27）（28）得：
                                                            （29）
	                                                               （30）
再将考虑滞后效应的技术进步方向内生化方程、代入式（29）（30）得到中间品价格比关系：  
                                            （31）
	                                               （32）
将式（31）（32）代入式（23）得：
	（33）
式（33）中：系数；；。
将的表达式（33）代入式（22）得内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的能源强度表达式：
	（34）
式（34）中：变量；。
将式（34）两边取对数再差分，可得到能源价格增长率与能源强度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35）
由式（34）可知，将各系数值（，，，）代入可算得历年值在1.6～19.2之间，而，所以可将近似为：
	（36）
由于本文仅针对能源强度受到能源价格的影响进行研究，而并未分析其他要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因此本文针对资本价格与劳动价格进行了假定，假定二者并未发生变化，在这个假定下,可以将式（36）重新写为：
	（37）
因为或改变1%，改变值处于范围内，取为近似值，也就是的中间值，所以可以得到：
	（38）
将系数值代入式（38）可得：
	（39）
分析公式（39）能够发现：第一，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呈负相关，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可能在当期就有所体现，同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滞后期的影响相对小于当期影响，每提升当前能源价格1%，那么就能够降低0.313%的能源强度，而滞后期的这一数据为0.292%；之所以能源价格造成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原因有二，其一，能源价格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可能对能源强度产生影响，比如能源价格需要经过1年才可以使资本相对增强技术产生改变，而需要2年的时间才可以使劳动相对增强技术产生改变；其二，有厂商认为价格提升只是一种短期现象或是厂商可以通过其他要素进行替代，那么在短期内常常就可能会利用替代的方式降低能源的使用。第二，外生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内生偏向型技术进步比较而言，能源强度受到前者能源价格的影响要大于后者，两者分别提高1%能源价格的增速，那么前者与后者能源强度增长率的降低幅度分别为0.347%与0.605%；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后者同时考虑了ITC效应与要素替代效应，而前者却并未考虑ITC效应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第三，在影响能源强度的过程中，能源价格主要通过ITC效应与替代效应对能源强度产生作用，而ITC效应与要素替代效应比较而言，前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后者可以即刻发生，假如提高1%能源价格增长的速度，那么就能够降低0.605%的能源强度，其中要素替代效应作出了0.313%的贡献，ITC效应作出的贡献为，要素替代效应稍大于ITC效应。
将能源价格增速值代入公式（39）可求得我国历年能源价格效应，通过分析能够发现能源强度的变化受到了能源价格明显的影响：自1983年起直至2016年1），每年我国能够降低3.5%的能源强度，而由于增加能源价格引发的能源强度的降幅为1.7%，贡献率为48.57%。部分年份的测算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我国2000－2016年的能源价格效应
	年份
	能源价格
效应
	其中
	
	年份
	能源价格
效应
	其中

	
	
	要素替代效应
	ITC效应
	
	
	
	要素替代效应
	ITC效应

	2000
	-0.044
	-0.041
	-0.003
	
	2009
	 0.021
	0.033
	-0.013

	2001
	-0.017
	 0.006
	-0.022
	
	2010
	-0.029
	-0.027
	-0.002

	2002
	-0.015
	 0.002
	-0.016
	
	2011
	-0.005
	-0.008
	 0.003

	2003
	-0.012
	-0.015
	 0.003
	
	2012
	-0.012
	 0.004
	-0.016

	2004
	-0.014
	-0.008
	-0.006
	
	2013
	 0.016
	 0.017
	-0.001

	2005
	-0.045
	-0.033
	-0.011
	
	2014
	 0.022
	 0.012
	 0.010

	2006
	-0.044
	-0.024
	-0.019
	
	2015
	 0.049
	 0.036
	 0.013

	2007
	-0.017
	 0.010
	-0.027
	
	2016
	 0.039
	 0.017
	 0.022

	2008
	-0.044
	-0.037
	-0.006
	
	
	
	
	

	均值
	-0.017
	-0.008
	-0.009
	
	
	
	
	



分析表6当中各阶段的指标能够发现，自1983年起至2008年，我国平均每年能够降低3.2%的能源强度，而因为能源价格增长导致能源强度降低的幅度是2.6%，在这一阶段能源价格贡献率为81.25%，甚至在从2005年起到2008年这4年期间能源价格共实现了123%的贡献度，平均每年能够使能源强度降低3.7%；不过自2009年起直到2016年，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反而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一阶段能源价格的贡献度是负数，为−29.54%。
表6  我国3个阶段的能源价格效应
	时间/年
	能源价格效应
	能源强度增速

	1983－2008
	-0.026
	-0.032

	2005－2008
	-0.037
	-0.030

	2009－2016
	 0.013
	-0.044



3.3  FDI、国际贸易与研发效应
最后，本文对扣除产业结构效应和能源价格效应的能源强度增长率（记为）再进行因素分析，分析过程中选用的指标是FDI、国际贸易和研发投入。考虑到前期的能源强度增长率也许会由于状态依存性而对当期能源强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考虑了状态依存效应的问题。由于非研发指标并不会对能源强度和研发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而本文仅针对研发指标进行了选择，最终选用了，并构建了研究模型，具体如下：
	（40）
[bookmark: OLE_LINK118][bookmark: OLE_LINK113]式（40）中：为国际贸易增长率；为FDI增长率；为研发存量增长率；代表的是能源强度在上期的增长率。
本文对通过进出口总额对国际贸易进行衡量，通过外商投资额对FDI进行描述，选用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内部经费支出来衡量研发投入。但由于我国并未公布R&D存量数据，因此本文对R&D存量进行了测算2），在测算过程中应用了永续存盘法，部分年份的测算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我国2000－2016年的R&D存量值  单位：亿元
	年份
	R&D存量
	
	年份
	R&D存量

	2000
	4 050.095
	
	2009
	15 103.805

	2001
	4 685.563
	
	2010
	17 827.684

	2002
	5 284.327
	
	2011
	20 839.721

	2003
	5 999.731
	
	2012
	24 494.842

	2004
	6 885.087
	
	2013
	28 680.812

	2005
	7 965.112
	
	2014
	33 089.908

	2006
	9 267.858
	
	2015
	37 965.583

	2007
	10 835.814
	
	2016
	43 231.095

	2008
	12 584.693
	
	
	

	均值
	10 598.338
	
	
	


              注：以2000年价为基准。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40）进行估计，本文将1988－2016年3）期间我国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基于施瓦兹准则（SC）和赤池信息准则（AIC）对相关变量的滞后期进行选择，结果如下：
	 
（0.017） （0.035）        （0.016）         （0.103）
	                   （41）
（0.176）         （0.263）        （0.178）
	得到，	表明模型解释了87.8%的能源强度增长率的未解释部分，
解释度较高。由模型结论可知，FDI和研发投入都促进了能源强度的下降，而国际贸易的增长带来能源强度的增加，FDI、研发存量增长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源强度增长率将分别下降0.057个百分点、0.364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每增加一个单位，能源强度增长率增加了0.07%，同时能源强度增长率会表现出一定的状态依存效应，能源强度在1、2、3期的增长率均为1%时，将带来本期能源强度增长率共增加0.847%。
将变量实际值代入式（41）可得FDI效应、国际贸易效应、研发效应、状态依存效应，由测算结果可知FDI和研发投入均对我国能源强度的降低产生了重要的正向影响，不过相对而言后者的影响更大。1993－2016年4）由于我国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因而使得每年能够降低4.1%的能源强度，贡献率是121%，FDI则使能源强度年均下降0.5%，贡献率是16.05%，能源强度在顺延效应的影响下年均降幅为2.9%，但国际贸易的增加使得我国能源强度每年增长了0.7%。部分年份的测算结果见表8所示。
表8  我国2000－2016年的FDI、国际贸易、研发投入与能源强度关系效应
	年份
	FDI效应
	国际贸易效应
	研发效应
	状态依存效应
	

	年份
	FDI效应
	国际贸易效应
	研发效应
	状态依存效应

	2000
	-0.004
	0.008
	-0.021
	-0.024
	
	2009
	 0.000
	0.000
	-0.050
	-0.052

	2001
	-0.001
	0.018
	-0.023
	-0.046
	
	2010
	-0.005
	-0.012
	-0.053
	-0.022

	2002
	 0.006
	0.004
	-0.032
	-0.007
	
	2011
	-0.008
	0.016
	-0.055
	-0.022

	2003
	 0.001
	0.013
	-0.033
	 0.003
	
	2012
	 0.001
	0.006
	-0.057
	-0.021

	2004
	-0.007
	0.020
	-0.043
	 0.066
	
	2013
	-0.005
	0.001
	-0.054
	-0.045

	2005
	-0.006
	0.017
	-0.053
	 0.037
	
	2014
	-0.001
	0.002
	-0.066
	-0.032

	2006
	 0.001
	0.011
	-0.053
	-0.002
	
	2015
	 0.003
	0.001
	-0.060
	-0.046

	2007
	-0.003
	0.010
	-0.044
	-0.033
	
	2016
	-0.002
	-0.005
	-0.057
	-0.057

	2008
	 0.002
	0.007
	-0.046
	-0.037
	
	
	
	
	
	

	均值
	-0.005
	0.007
	-0.041
	-0.029
	
	
	
	
	
	


[bookmark: _Toc464437082][bookmark: _Toc461309430][bookmark: _Toc462993704][bookmark: OLE_LINK142]
3.4 能源强度增长率分解结果
综合前文测算得到的产业结构效应、能源价格效应、FDI效应、国际贸易效应、研发效应及状态依存效应，本文对我国1993－2016年5）能源强度增长率进行分解。模型当中的常数可以认为是能源强度变化的一种确定趋势，具体数值为0.049，因此在后文的分解当中，本研究通过合并，将确定性趋势与状态依存效应作为自发效应。由分解结果可知，本文对能源强度增长率能实现较好的拟合，通过计算拟合优度，可以发现，本文构建的模型能够针对我国的能源强度变化进行85.7%的解释。整体而言，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是我国能源强度持续降低的重要原因。提高研发投入后就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因而就降低了能源强度；同时，在状态依存下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又会进一步降低国内的能源强度。除此之外，提高能源价格后企业通常会选择其他要素进行替代，因而就降低了能源的需求；同时，能源价格的提高也使得企业更为重视节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因而就降低了对能源的依赖；但是产业结构、FDI、国际贸易对能源强度变化的解释微弱。1993－2016年期间，我国能源强度每年平均降低3.4%，我国这一阶段能源价格与研发投入带来的降幅分别为1.4%与4.1%，两者的贡献度分别为40%与121%，FDI与产业结构的贡献度分别为16%与近0%，而自发效应与国际贸易会导致能源强度每年提高2%与0.7%。部分年份的测算结果见表9所示。
表9  内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我国2000－2016年的能源强度增长率分解
	年份
	能源强度
增长率
	研发
效应
	国际贸易效应
	能源价格
效应
	FDI
效应
	产业结构
效应
	自发
效应
	拟合值

	2000
	-0.043
	-0.021
	0.008
	-0.044
	-0.004
	 0.005
	0.025
	-0.030

	2001
	-0.020
	-0.023
	0.018
	-0.017
	-0.001
	-0.009
	0.003
	-0.029

	2002
	 0.001
	-0.032
	0.004
	-0.015
	 0.006
	-0.004
	0.042
	 0.001

	2003
	 0.056
	-0.033
	0.013
	-0.011
	 0.001
	 0.018
	0.052
	 0.040

	2004
	 0.061
	-0.043
	0.020
	-0.014
	-0.007
	 0.003
	0.116
	 0.076

	2005
	 0.021
	-0.053
	0.017
	-0.044
	-0.006
	 0.017
	0.086
	 0.017

	2006
	-0.027
	-0.053
	0.011
	-0.043
	 0.001
	 0.008
	0.047
	-0.028

	2007
	-0.050
	-0.044
	0.010
	-0.017
	-0.003
	-0.009
	0.017
	-0.046

	2008
	-0.063
	-0.046
	0.007
	-0.044
	 0.002
	 0.001
	0.012
	-0.068

	2009
	-0.042
	-0.050
	0.000
	 0.021
	 0.000
	-0.014
	-0.003
	-0.047

	2010
	-0.026
	-0.053
	-0.012
	-0.029
	-0.005
	 0.008
	0.027
	-0.065

	2011
	-0.021
	-0.055
	0.016
	-0.005
	-0.008
	 0.000
	0.028
	-0.024

	2012
	-0.041
	-0.057
	0.006
	-0.012
	 0.001
	-0.016
	0.029
	-0.049

	2013
	-0.044
	-0.054
	0.001
	 0.016
	-0.005
	-0.018
	0.004
	-0.057

	2014
	-0.051
	-0.066
	0.002
	 0.022
	-0.001
	-0.013
	0.017
	-0.039

	2015
	-0.064
	-0.060
	0.001
	 0.049
	 0.003
	-0.033
	0.003
	-0.036

	2016
	-0.060
	-0.057
	-0.005
	 0.039
	-0.002
	-0.016
	-0.008
	-0.048

	年均值
	-0.034
	-0.041
	0.007
	-0.014
	-0.005
	-0.001
	0.020
	-0.034

	贡献度
	10.00%
	121.00%
	-20.49%
	40.05%
	16.05%
	3.23%
	-59.83%
	


注：为减少篇幅，只列出部分数据，如有需要可来信咨询。

从分阶段来看，造成我国能源强度在1993－2006年期间与2007－2016年期间降低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表10）：1993－2006年期间，能源价格与研发投入对我国能源强度的变化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一期间平均每年会降低2.5%的能源强度，能源价格与研发投入分别带来了3.1%、2.6%的降幅，贡献度分别达125.53%和105.03%；而自2007年起直至2016年，产业结构与研发投入对国内能源强度的变化影响更为明显，在这一时期能源强度年均下降4.6%，而仅研发效应就为−5.4%，贡献度达117.59%，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促进了我国能源强度的降低，贡献度数据为23.89%。
表10  内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我国1993－2016年的分阶段能源强度增长率分解
	时间/年
	项目
	能源强度
	研发投入
	国际贸易
	能源价格
	产业结构
	FDI
	自发

	1993－2006
	增长率与效应
	  -0.025
	  -0.031
	   0.010
	  -0.026
	   0.006
	 -0.008
	   0.026

	
	贡献度
	100.00
	125.53
	-40.58
	105.03
	-24.24
	32.39
	-103.26

	2007－2016
	增长率与效应
	  -0.046
	  -0.054
	   0.002
	   0.004
	  -0.011
	 -0.002
	    0.013

	
	贡献度
	100.00
	117.59
	-5.37
	-8.84
	 23.89
	 3.75
	 -27.16



4  结论
本文从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视角重新审视能源强度这一旧课题，由此对我国能源强度不断下降这一违背一般能源消费规律的现象作出解释，得到的结论主要有：第一，在外生偏向性技术进步分解模型下，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在我国能源强度的变化中起着主要的解释作用；第二，借用内生偏向性技术进步下的分解模型进一步发现，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和能源价格的提高是我国近年来能源强度不断下降的原因，产业结构和FDI在相应阶段对能源强度降幅产生影响；第三，由前文得到的第i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增长率的年均影响系数、能源价格增长率对于能源强度增长率的各期累计影响系数，及能源强度增长率关于研发投入、国际贸易、FDI增长率的弹性系数，本文发现产业结构中的二产比重变化对能源强度降幅的拉动作用最明显，具体数值为0.82；拉动作用居于第2位的是能源价格，具体数值是0.605；居于第3位的是研发投入，具体数值为0.364；FDI拉动作用最小，具体数值为0.045；国际贸易对能源强度降幅的影响为负。



注释：
1）根据可获得的能源价格资料及模型中存在的滞后期，此部分的测算时间为1983－2016年。
2）R&D存量数据时间范围为1988－2016年，模型中存在5年滞后期，因此测算时间为1993－2016年。
3）根据可获得的资料及模型中存在的滞后期，此部分的测算时间为1988－2016年。
4）根据可获得的资料及模型中存在的滞后期，此部分的测算时间为1993－2016年。
5）根据可获得的资料及模型中存在的滞后期，此部分的测算时间为1993－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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